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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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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 商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践行低碳发展理念是实现经济高质量的重要前提，绿色创新则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

基于 2003—2019 年 28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城市绿色创新角度对低碳试点政策这项准自然实验进行评估。研究

发现，低碳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此外，政府战略引领、创新资源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试点政策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城市等级异质性，对于东部沿海城市和低等级城市，

该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关键词】：低碳 试点政策 绿色创新 双重差分模型 

0 引言 

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巨大的能源消耗，绿色低碳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发展绿色经济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

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机遇。“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作为全球

生态文明的参与者，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的大国担当。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积极探索二者和谐发展

的新路径。2010 年我国正式开展五省八市第一批低碳试点工作，在“累积-推广-全面铺开”的战略部署下，2012 年和 2017 年

以城市为重点展开第二批和第三批低碳试点工作。目前，试点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呈现遍地开花之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重要论断。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而驱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

于创新的“绿色化”。相较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绿色创新兼顾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近年来，试点城市根据自

身的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等客观条件，探索出针对性的低碳发展模式，并制定了支持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

大部分规划明确了通过推动技术创新来促进城市低碳发展。 

我国低碳试点建设仍在探索阶段，作为综合性的环境政策，如何发挥政策的最大效益是中央及地方政府长期追求的目标。目

前已有部分文献对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一方面主要集中于政策实施对城市污染治理效应的评估。低碳试点政

策属于弱激励、弱约束的环境规制[1],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的目标责任制，严格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2],降低城市空气污染指数[3]。

董梅(2021)运用合成控制法，发现工业产值比重大的试点城市，对碳排放控制的作用更为显著[4,5]。另一方面关注低碳城市试点

工作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逯进等(2020)认为政策的实施能显著促进城市产业结构优化[6]。龚梦琪等(2019)发现试点城市对外商

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7]。张兵兵等(2021)认为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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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国现阶段实施了不同城市层面的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财政支持、环境规制等措

施提高城市内创新主体的技术能力，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徐佳等(2020)发现政府通过命令型的政策工具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绿

色创新
[9]
。张杰(2020)揭示了政府的补贴政策与创新激励呈现“U”型关系，当补贴超过临界值时，会对创新产生挤出效应

[10]
。

王飞航等(2021)指出，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政府补贴强度的提高，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呈边际效率递减规律[11]。 

目前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展开了低碳试点政策和绿色创新的研究，基于已有文献，本文将作进一步探索。低碳试点政策作为

综合性的城市政策，不应仅局限于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评估，本文从绿色创新视角对政策效应进行补充。已有文献多集中于

探究环境规制与创新的关系，本文将探究具有弱激励、弱约束环境规制特征的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 

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低碳试点政策具有“自下而上”的特点，各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探索特色发展模式。低碳试点的标签使试点城市具备了政治

合法性优势[12],有助于获得政策优惠。试点政策主要针对城市高能耗领域的低碳化发展，在适当的规制压力和政府补贴下，企业

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考虑到这些领域开展符合绿色低碳理念的生产技术是推进政策落实的关键，试点地区将采用更低碳、环保

的绿色创新方式
[13]
。在试点政策的驱动下，地方政府之间为了争夺流动性的生产要素或政策资源展开激烈的竞争。人才是绿色创

新的关键要素，是技术产出与知识流动的重要载体。城市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也是人才的竞争，低碳试点城市通过人才培育和人

才引进计划，增强城市的创新活力，为低碳城市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1 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 

在资源环境约束的大背景下，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运行成本增加，绿色创新是减少碳排放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

径。低碳试点政策具有环境规制特征，而环境规制能否促进绿色创新一直饱受争议。诸多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会产生额外的治理成

本，对创新产生“挤出效应”。也有观点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主动将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产生“创新补偿效应”。

不同的试点城市资金、技术、人力等基础能力发展的差异，在实施过程中对地区的绿色创新能力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因

此，本文提出假设 H1: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 

1.2 政府战略引领对城市绿色创新的调节作用 

低碳试点政策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汇集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联合力量，低碳试点的推广和实施离不开政府的

战略引领。根据目前的研究结论，多数认为地方政府拥有的财政资源越多，在促进创新方面的作用就越显著
[14]
。政府提供支持的

直接利好就是降低了创新的成本和风险，从而引导企业增加 R&D 投入。政府战略引领不仅能激发企业的创新意愿，受到资助的企

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也会显著提升[15]。也有观点认为由于地区市场环境的不同，政府的资金支持会对绿色创新产生挤出效

应，政府部门倾向于投资一些回报率快的行业，如：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环境污染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政府支持对企业绿色研

发和成果转化效率的积极影响有限[16]。根据已有研究，本文提出假设 H2:低碳试点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战略引领提升城市绿色

创新水平。 

1.3 创新资源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调节作用 

政府对试点城市的政策倾斜，促进城市的创新资源集聚。为了推进低碳治理工作，部分试点地区还设立了专项资金、财税激

励等政策。除此之外，试点优势可以吸引大量优质资源进入，有助于优化要素市场配置，从而缓解创新约束[17]。试点城市在探索

低碳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建立人力保障、物力保障和财力保障，形成完整的要素供给网络。人是创新活动中最关键、最活跃的生

产要素，各城市在进行经济竞争的同时采取措施吸引人才的流入，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团队。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低

碳试点政策实施过程中，资源要素集聚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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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我国自 2010 年以来共进行了三批低碳试点工作。由于试点城市确立的时间节点不一，传统的双重差分模型受到限制，本文

借鉴 Autor(2003)的研究[18]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低碳试点政策这项准自然实验的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基准模型

设立如下： 

 

在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GREENit表示 i城市在 t时期内的绿色创新能力指标。treati为低碳城市的虚拟变量，若 i城市为

低碳城市试点，则 treati=1,否则 treati=0;pilotit为低碳试点政策实施的虚拟变量，若 t时期后实施此政策，则 pilotit=1,否则

为 0;treati×pilotit为低碳试点政策实施的虚拟变量与试点城市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β3是衡量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影响的关

键指标，若系数显著为正，代表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有正向影响。Xit为控制变量，μi、ηt代表省份固定效应和时

间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与数据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绿色创新水平(GREEN),本文以城市层面绿色专利申请量作为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代理变量。考虑到绿色

专利从申请到授权过程往往需要 1～2年，采用绿色专利申请数量而非授权数量，更能反映地区当期的绿色创新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为低碳试点政策(DID),通过引入城市虚拟变量(treat)与政策虚拟变量(poilt)的交叉项来表示。为缓解遗漏

变量导致模型估计的不一致，本文参考相关文献，引入以下控制变量：地区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政府干预水平、

科研能力和金融发展水平。其中，地区发展水平(PGDP)用人均GDP 的对数测度；产业结构(IND)用地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生产

总值之和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测度；对外开放水平(FDI)采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测度；政府干预水平

(GOV)以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测度；科研能力(SC)以地区高校数量取对数测度；金融发展水平(FI)以地区年末贷款余额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测度。样本数据均来源于 CNRDS 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文选择 2003—2019 年地级市数据，同时删除了样本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部分城市，表 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绿色创新 GREEN 4742 3.275 1.907 0 9.887 

城市虚拟变量 treat 4742 0.121 0.326 0 1 

政策虚拟变量 polit 4742 0.061 0.239 0 1 

地区发展水平 PGDP 4699 10.234 0.818 4.595 13.060 

产业结构 IND 4592 0.862 0.089 0.370 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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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水平 FDI 4739 0.003 0.003 0 0.032 

政府干预水平 GOV 4706 0.168 0.102 0.031 2.349 

科研能力 SC 4725 1.630 0.940 0 7.784 

金融发展水平 FI 4712 0.827 0.484 0.096 7.450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 

本文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如表 2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低碳

试点政策可以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假设 H1得到证实。从控制变量来看，地区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科

研能力、金融发展水平与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具有正相关性，过强的政府干预则会抑制绿色创新。 

表 2基准回归计量结果 

 (1) (2) (3) (4) 

DID 0.806
***
 0.682

***
 0.438

***
 0.311

***
 

 (0.076) (0.071) (0.066) (0.061) 

PGDP 1.408*** 0.490*** 1.402*** 0.401*** 

 (0.031) (0.047) (0.029) (0.048) 

IND -0.205 2.082*** -0.186 2.362*** 

 (0.299) (0.292) (0.295) (0.289) 

FDI 34.270*** 71.650*** -9.635* 31.097*** 

 (5.826) (5.575) (5.566) (5.308) 

GOV -0.081 -3.133*** 1.499*** -1.555*** 

 (0.179) (0.205) (0.174) (0.197) 

SC 1.357*** 1.841*** 1.969*** 2.182*** 

 (1.039) (0.971) (0.916) (0.859) 

FI 0.440
***
 0.441

***
 0.567

***
 0.447

***
 

 (0.044) (0.042) (0.041) (0.039) 

Constant -11.741*** -5.133*** -9.559***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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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9) (0.346) (0.342) (0.440)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 4543 4543 4543 4543 

R2 0.647 0.700 0.758 0.799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3.2 稳健性检验 

针对模型(1),本文进行稳健性检验。选择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前后四年，验证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的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保

持相同的趋势，平行趋势检验通过。通过随机抽取部分样本城市作为“伪”实验组，剩下的作为“伪”控制组，重复模拟 1000

次回归进行安慰剂检验。为降低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估计偏差，通过 PSM-DID 方法评估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

进行检验。结论均具有一定的稳健性，限于篇幅，检验结果不再列出。 

3.3 调节效应分析 

中央政府基于对宏观经济的整体把控，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低碳治理，建立人才机制，营造低碳发展、绿色创新氛围。本

文以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所占的比例作为政府战略引领(SUP)的代理指标，城市非农人口比重作为创新资源集聚

(RE)的代理指标，在基准回归基础上引入交互项，检验政府战略引领和创新资源集聚的调节作用，具体模型如下： 

 

如表 3 所示，政府战略引领对试点城市的绿色创新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假设 H2得到证实。目前部分试点城市以低碳发展理

念推进低碳经济向深层次延伸，积极探索以低碳发展目标为导向的绿色创新体系，通过明确碳排放标准，控制碳排放总量，建立

低碳产业体系，引领地区低碳发展和绿色创新，形成区域内的示范作用。 

表 3调节作用计量结果 

 政府战略引领 创新资源集聚 

DID 0.261***(0.082) -2.740**(1.286) 

DIDSUP 9.890***(2.845)  

SUP 4.651***(0.634)  

DIDRE  3.096**(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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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0.005(0.017) 

Constant -2.494***(0.461) -1.420***(0.440)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4543 4543 

R2 0.802 0.799 

 

检验创新资源集聚的调节作用时，DID 的系数与基准回归中有较大差异，是由于在基准回归中，DID 的系数由模型(1)的β3

变为模型(2)的β1+β2,低碳试点政策(DID)与创新资源集聚(RE)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低碳试点政策与创新资源集聚的良

性互动对城市绿色创新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假设 H3 得到证实。加强试点地区高校低碳领域学科建设，加快培养相关专业人才，

以人才支撑、投入保障提升地区绿色创新水平。 

3.4 异质性分析 

3.4.1 区域异质性分析 

试点城市涵盖广泛，既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有中部和西部地区，目的是在相似地区起到示范带头作用，以便在全国层面

推广。将试点城市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析不同区位条件下，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性。 

表 4 中分别展示了不同地区政策实施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低碳试点政策对东部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中西部城

市的核心解释变量(DID)系数不显著，说明低碳试点政策对于中西部城市的影响有限。东部地区经济基础雄厚，地区开放的红利

通过不断引进技术，创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力落后，对外开放水平相对低下，工业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的问题依然存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遭遇瓶颈，制约城市绿色创新能力。 

表 4异质性计量结果 

 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重要城市 一般城市 

DID 0.538*** 0.074 -0.238 -0.071 0.262** 

 (0.080) (0.116) (0.102) (0.107) (-0.11) 

Constant -7.623*** -3.861*** 1.095 7.369*** 0.721*** 

 (0.576) (1.187) (1.002) (-0.458) (-0.14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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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685 1547 1262 572 3971 

R2 0.848 0.893 0.900 0.945 0.789 

 

3.4.2 城市等级异质性 

我国的城市具有鲜明的行政等级特征，等级高的城市往往会享有更多的资源倾斜。本文将省级、副省级、计划单列市以及所

有省会城市归纳为重要城市，其余为一般城市，分析低碳试点政策在不同等级城市中的绿色创新激励作用。 

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 4,重要城市的核心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一般城市的核心系数显著为正。对于一

般城市，低碳试点的实施能发挥“雪中送炭”的效果，重要城市的“锦上添花”作用有限。说明等级较高的城市职能分散，容易

引发“大城市病”,低等级城市更能把握政策机会。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还可以缩小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 

4 结论 

本文利用 286个城市 2003—2019年面板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由于第三批

低碳试点城市于 2017 年开展，考虑到实证结果稳健性，本文仍以前两批试点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低碳试点的实施，

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此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调节效应结果显示，政府战略引领和创新资源集聚均对

城市绿色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影响具有区位异质性，政策的实施对东部

地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有限；低碳试点政策在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实施效果更好，这也能解释在进行第三

次试点范围扩大后，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加入低碳城市的行列。 

本文对低碳试点政策深化和落实有指导意义：首先，低碳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试点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随着我国试点范

围不断扩大，努力推进“政策试验田”的建设，加快完善“地方试点-中央总结-地方推广”的制度，有序扩大试点范围，发挥试

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其次，探索试点政策促进城市绿色创新的有利因素，加强政府的战略引导，扩大资金支持渠

道，优化城市软硬件设施，为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建立人才进入机制，发挥试点城市的“人才红利”效

应，搭建知识共享平台，营造创新氛围。最后，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应因地制宜，精准实施。由于各地区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

政策环境的差异，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参差不齐。各地区应发挥能动性，总结经验和教训，实施多元化战略，把握整体发

展规律，及时调整，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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